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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文目的是以美國物質成癮與心理健康服務部(SAMHSA, 2011)針對施用
毒品者「復元」(recovery)所提出的定義、四大復元面向與十個指導原則為基礎，建構出
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社會復歸架構(whole person-oriented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 
framework)，來整合復元/社會復歸概念的實質內涵，並以其檢視台灣社會復歸服務機構
對於施用影響精神藥物者復元/社會復歸的理念、目標與工作現況，做為未來政府與民間
機構在建置施用影響精神藥物者的多元化復元與社區復歸服務網絡之參考。研究方法：

針對2020年度18家接受衛生福利部「藥癮者社區復健方案布建及服務品質提升計畫」
補助之民間機構的申請計劃書、結案報告書與實地訪談內容進行文本分析。研究結果：

SAMHSA對於復元的工作定義與各項指導原則可以在18家機構中找到相對應的服務與工
作內容，但對於復元的定義、機構本身在個案復元過程中的角色定位與提供服務策略，

缺乏前後邏輯連結與品質確認，使得服務內涵與社會復歸的目的連結不明確、導致難有

合適的效果評估。研究結論：本研究也針對建構施用影響精神藥物者復元政策與社會復

歸服務機構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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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施用或是濫用影響精神藥物 (在台灣，因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國家法律，因

此下文稱毒品 )，對於個人的生理、心理、人際與經濟造成極大傷害，對社會安全與

公共衛生亦產生負面且全球性的影響 (UNODC, 2020)。政府與學術研究對於如何從

毒品施用造成的傷害中復元 (recovery)與社會復歸 (social recovery)有緊迫需求。有

研究指出提升個案全人健康 (health and wellness)、整體生活品質和職業活動，與復

元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Best et al., 2017; Best et al., 2015)，尤其建議以全人復元 (whole 

person recovery)為核心思維 (De Ruysscher et al., 2017; SAMHSA, 2011)，參與以復元

為導向 (recovery-oriented)的社會網絡 (Ashford et al., 2020; Kidd et al., 2011)，來增強

毒品施用者的個人和社會復元資本 (recovery capital)，以減少或中止施用毒品、復歸

社會。

雖然台灣的反毒政策與實務上，仍然較著重於司法的矯正懲戒，並非協助毒品

施用者參與以復元為導向的處遇 (楊俊樂，2020)。為提升施用毒品者的醫療及處遇

涵蓋率，以及推動施用毒品者個別化處遇與評估 (李思賢等，2019)，行政院於 2017

年開始陸續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與新世代反毒策略，且於 2019年 12月，

為擴大戒毒治療處遇之適用範圍，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修正，使施用毒品

者的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療，不僅可在醫療機構進行戒治，亦可利用司法與醫療

機構外之社區處遇，協助施用毒品者減少或中止藥物濫用。

心理疾病與物質使用障礙 (或稱成癮 )的復元是個人改善全人健康的改變過程 

(SAMHSA, 2011)，所以提供成癮個案生理與心理的醫療相關服務，可以是幫助個案

接觸藥癮復元 /社會復歸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相關服務的一個入口，然而，

當個案生理與心理健康功能逐漸恢復後，需要建構社區復歸服務網絡，以提供個案

長期的支持與服務，使其重新建構社會生活功能，能在復元 /社會復歸的歷程中能長

期穩定走下去，這是本文將復元 /社會復歸兩個概念連結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希望施

用毒品者的社會復歸能與其生理、心理治療一樣受到重視。

要建構完善的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網絡，需要以系統觀的高度來檢視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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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有的社會資源。系統是機制性、相互依存且多面向的實體，並因系統內的個體

間共同工作，來產生穩定且可預測的結果。社會性的複雜系統更是需要整合多方力

量、意識形態和機構的目標，以產生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McDaniel et al., 2020)。藉

由完整的生態系統，不只可以幫助機構與毒品施用者了解完整的個別化復元過程，

並可評估與定位出適合個案復元的起始點，機構也可以更清楚自己在復原生態系統

中的位置與功能，以確定機構自己的優勢、方法與適合的服務類型。施用毒品者

大部分是在自己所成長的環境中開始參與復元 /社會復歸相關處遇 (President’s New 

Freedom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 2003)，這表示如果能夠提供施用毒品者可近

性高的 (accessible)、可接受的 (acceptable)長期性復元服務 (Simoneau et al., 2018)，

以及正向的社區復歸文化，減少對施用毒品者的負面標籤與烙印 (Corrigan et al., 

2017; Jacobson & Farah, 2012)，對於物質使用障礙者的復元將能產生較大的效益。

在 2005年，美國物質成癮與心理健康服務部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與美國藥物濫用治療中心 (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CSAT)為了促進施用毒品者在生命歷程中能夠復元 /社會復歸，

以及幫助社區建構更完善社區復歸服務網絡，召開全美復元高峰會議來提倡以復

元為導向的照護系統 (Recovery-Oriented System of Care, ROSC) (Sheedy & Whitter, 

2009)，希冀能建構「以個人為中心的社區服務與支持協調網路，並藉由個人、家庭

與社區的優勢與韌性 (resilience)，幫助有酒精和藥物濫用問題風險的人終止濫用行

為，並改善全人健康和生活品質 (SAMHSA, 2010, p. 2)」。ROSC的特色是要建構一

個「照護系統 (system of care)」來協調地方現有的多元社會資源，並針對施用毒品者

個人在復元 /社會復歸的需求，來幫助施用毒品者啟動復歸的歷程與持續給予全面性

的支持 (SAMHSA, 2010, p. 2)。

許多研究證據已證實個人成癮與風險的嚴重程度受到成癮物質種類 (Gable, 1993; 

Nutt et al., 2007)、個人特徵 (Gossop, 2013; Martin & Otter, 1996)、情境脈絡 (Becker, 

1953; Zinberg, 1986)等因素影響而有差異，因此，顯示在學術與實務上，更需建立

適當的個案評估機制，對個人特徵、成癮程度、施用的毒品種類與社會脈絡相對應

之需求，進行分流、多元處遇 (李思賢等，2014；李思賢等，2019)，以協助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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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朝向多元處遇的方向發展。

為了建立適當的個案評估機制、發展系統性的多元社區復歸服務網絡與幫助

個案有意義地復歸社區生活，必須先思考復元與社會復歸對於毒品施用者的意義

與實質內涵是什麼 (Ashford et al., 2019; SAMHSA, 2016; SAMHSA, 2011)。然而，

在台灣毒品防制的學術與實務領域，一方面，面對於 recovery, social recovery或

rehabilitation在字詞翻譯與這些概念在服務工作的內涵上尚未有共識，例如在精神醫

療體系使用以生理治療為導向的「復元」與醫療機構內的「社會復健」，但在法務

與社區體系習慣使用以復歸社會為導向的「復原」與「社會復歸」。另一方面，雖

然對於相關毒品施用者復元的理論架構與工作服務規劃上，大多是採以「全人」為

取向，但對於身體 /生理、心理 /理性、精神 /靈性與社會 /文化 (簡稱「身心靈社」)

四個面向的整合討論與研究卻是稀少。此外，除了上述基本內涵尚未建立共識外，

在國家政策與實務上，視毒品施用者皆為成癮病人的觀點，更是傾向著重在醫療機

構的生理治療，且因受到成癮專業訓練不足與健保制度的影響，使毒品施用者心理

相關的諮商與治療未能落實，更遑論有多少個案能真正接受到社會復歸的相關服務。

不同的社會系統會藉由建立與執行各種價值觀、規範與期望來影響在社會中個

人的行為、態度與信念 (Kuan et al., 2014)，且個人在與社會系統的互動過程中，會

同時受到支持與限制 (Shelton, 2018)，所以施用毒品者的復元 /社會復歸，除了要依

賴多面向的社會系統，包括家庭、教育、社區支持、職涯發展等，提供施用毒品者

復元 /社會復歸的服務機構更需要能夠清楚認知、釐清及表述其核心理念、服務目

標與內涵、所能提供的資源類型、規範，以及在施用毒品者復元歷程中的角色定位

(Ashford et al., 2019; Prendergast & Podus, 2000)。本研究以 SAMHSA(2011)所界定出

的復元定義、四大復元面向與十個指導原則為基礎，但因原文以條列式的方式呈現，

無法看出定義、復元面向與指導原則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其階層化，而提出以

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 (whole person-oriented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 

framework) (參閱圖 1)，以釐清每個面向與指導原則在復元過程中的位置。以下為以

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的建構脈絡。

2011年 SAMHSA以身心靈社的「全人復元」為主張，公布對心理健康與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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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疾患復元的工作定義為「個人改善全人健康，過著自我指導的生活，並努力發

揮全部潛能的改變過程 (SAMHSA, 2011, p. 1)」，同時提出應要包含四大面向與十個

指導原則，換言之，SAMHSA確立復元的內涵是整體性的個人轉化與成長歷程，強

調復元中的個案是改變自我生活與追求健康潛能的積極行動者，而非只是被動的服

務接受者，並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從而擁有更好的生活。

在復元過程中，個案會遭遇失敗與挫折，但失敗與挫折是個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幫助提升個案的韌性也是其復元的關鍵。因此，SAMHSA在復元指導原則中，

即開宗明義提出「復元源於希望」；「希望」是個人內在對於復元實現的渴求，可

圖 1　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 社會復歸架構

註： 斜體字為SAMHSA(2011)提出復元的定義
 粗體字為SAMHSA(2011)提出復元的四大面向
 1-10為SAMHSA(2011)提出復元的十個指導原則
 詳細內容請參閱(SAMHSA, 2011)

1.復元源於希望

健康
（Health）

8. 處理與修
復傷才能
支持復元

6. 復元需要有人
際關係與社會
網絡的支持

9. 復元涉及個人、
家庭關與社區的
優勢和責任

10. 尊重是復
元的基礎

復元是個人 
改善全人健康

居住
（Home）

生活目標
（Purpose）

社區
（Community）

2.復元是個人驅動的

7. 復元是立基於文化且受其
影響的

5. 復元需要有同儕及盟友的
支持

3.復元可以通過許多途徑發生

4.復元是整體的

過著自我指導的生活， 
並努力發揮全部潛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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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催化個案自我驅動的意志來啟動與維持復元行動，主動建立自己的優勢與韌性，

使其能夠克服挑戰與挫折，以重新獲得對其生活的控制權。

以個人為復元主體的定義與指導原則很重要，Aristotle(384-322 BC)在其著作

The Metaphysics中用「潛能 (potentiality)」與「實現 (actuality)」來說明事物變化的

過程都是由潛能走向實現；實現是事物的內在目的，而還未實現的稱為潛能，僅代

表有實現的可能性 (Aristotle, 1991)。由此觀之，SAMHSA的定義與指導原則 2強調

每個個案都有實現全人健康的潛能，且在復元 /社會復歸的過程中，處於潛能的狀

態，可以自我要求逐步朝向更高層次的「實現」努力，培養自己，使自己具備更好

的復元資本，反之，如果復元 /社會復歸的定義只侷限於復歸某個機構，可能使機構

在制訂規範與管理上殖民化，只以機構利益的角度來機構化個案 (White & Sanders, 

2008)，不僅容易使個案過於依賴機構，無法賦權個案為自己的復元努力，更可能因

為對於復元系統過於老練，而產生適得其反操弄資源的負面效果。儘管正向的社會

化是個案在機構中轉化社會認同的過程之一，可以幫助個案生活在有正式支持的社

會中，改變其價值觀與不正常的生活作息 (Ashforth & Mael, 1989)，但社區與機構還

是必須以個人多元性與整體性的觀點來尊重個案，以避免機構化與殖民化。

SAMHSA的定義與指導原則 3明確表示復元是人類固有的動態發展過程，讓個

案復元的起始點、途徑與目標 (如減害、維持療法等 )可以更多元與具有包容性，

而不是只有戒毒成功或復發失敗等二元對立的結果，如 CSAT(2005) 即以完全戒斷為

復元的必要標準之一。當然如果個案最後能夠達成完全戒斷，也是本文樂見的理想

目標之一。Ashford等 (2019)強調允許與承認各施用毒品者間與各提供藥癮戒治服

務的機構間存在著差異，不但可以幫助單一機構以個案為主體的態度協助其完成某

段的復元歷程，也有助於評估這階段的個別化復元歷程。因此，SAHMSA為支持施

用毒品者的多元復元策略，提出復元應該包含四大面向，分別為健康 (Health)、居住

(Home)、社區 (Community)與生活目標 (Purpose)，而本研究以Maslow(1987)的需求

層次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來繼續論述這些面向間可能的關係。

首先，在需求層次理論中，Maslow就以維持身體生存作為最基本的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此可呼應「健康 (Health)」這復元面向，SAMHSA強調需要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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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個案克服或管理生心理的疾病或症狀，以身心健康的狀態生活，特別是物質使用

障礙與心理疾病常存在共病的關係 (Brunette et al., 2004)，也常有兒時的強迫性行為、

暴力攻擊等創傷 (Lee, 2006)，所以在指導原則 8才會建議為維持復元，需要治療性

侵害、家庭暴力、情感虐待或其他任何的創傷。

第二，在居住 (Home)面向，個人的生心理對於健康的需求被滿足後，對於能

有一個安全、穩定的棲身處所非常重要，是因人類想要能夠生活在有規範、能預

測與可以控制的環境當中，而主要是以家庭與社區來滿足這些「安全需求 (safety 

needs)」(Maslow, 1987)。SAMHSA(2020)在 2019年度協助無家可歸者方案 (Projects 

for Assistance in Transition from Homelessness, PATH)的報告中，即指出當年度的參

加者共有 39%是長期無家可歸，且有 40%是共病物質使用疾患，可見不論無家可歸

持續多久，對當事人的生活來說都是創傷事件會帶來重大的生存壓力，因此，為了

施用毒品者的復元，為其創造無酒精、無非法藥物的居住環境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人類是因著關係與歸屬而存在的 (Gergen, 2009)，所以當生理與居住安全

的需求被滿足後，將渴望著愛與被愛，即有希望能屬於某群體的愛與親和需求 (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渴望成為特定群體中的一員，相互關心和照顧，實踐社會

角色該有的功能 (Maslow, 1987)，因此，在社區 (Community)面向，需要協助施用

毒品者發展能夠提供支持、友誼、愛與希望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而這樣的社會

網路應包含從家庭、社區、機構到政策，以個案為中心的復元 /社會復歸就緒的生

態系統模式 (recovery ready ecosystems model)來建置 (Ashford et al., 2020)，也回應

了指導原則 6，復元需要有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支持。復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

個利社會 (pro-social)與再社會化的過程，個案需要藉由與生活環境中的他者互動，

來同化正向的價值、思想與信仰 (Humphreys, 2003)，甚至是重獲公民權 (citizenship) 

(Best & de Alwis, 2017)，在這樣的關係互動中，不但與他者產生良好的互利互惠，

更可以建立與穩定復元所需要的多元社會資本與發展多元的復元途徑 (Ashford et al., 

2019)。此外，藉由觀察施用毒品者與自己、與他者、與機構、與社區、與社會文化

系統，甚至是與超越 (transcendence)的關係，才能更準確的評估其身心靈社—全人

的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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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構內，藉由互助自助團體的社會學習，施用毒品者間可以分享復元的經驗、

知識與技能，在復元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SAMHSA, 2011)。Aristotle(1991)解

釋每個事物的存在都有變化是因為事物的潛能本身「缺乏」實現，因此會自然朝向

完滿的實現狀態進展；希望是復元歷程中的催化劑，亦是個人內在的對於滿足「缺

乏」的動機，可以由同儕、家庭、服務提供者激發或培育。機構需讓個案體驗相關

復元的真實資源，尤其是復元 /社會復歸的榜樣或過來人，從而相信自我復元的真實

性，因只有透過實現才能理解潛能，如果個人不能知覺實現，只談潛能，根本無法

理解潛能，所以 SAMHSA的指導原則 5指出「復元需要有同儕及盟友的支持」，擁

有經歷過類似挑戰並成功渡過的同儕，能夠為處於復元過程中的個案提供希望與支

持，以及一個能夠參考與學習的模式，進而激發其往復元實現的動力，以面對內在

與外在的各種挑戰與阻礙。

在機構外，各種系統 (包括家庭、醫療、刑事司法和社會服務系統等 )提供施

用毒品者各種控制性或支持性的服務，可能提高個人復歸社會的機會 (Ashford et al., 

2020)，且各系統間也在某種程度上相互結合與承擔部份管理個案的責任 (Babor et 

al., 2008)。誠如指導原則 9復元涉及個人、家庭與社區的優勢和責任，指出雖然很

多研究強調施用毒品者要藉由對自我賦權 (self-empowerment)，來促使個人主動負起

責任來為復元而努力 (Jacobson & Farah, 2012; Jacobson & Greenley, 2001; Sheedy & 

Whitter, 2009)，但不只個案本身，連家庭與社區都有潛能、力量與資源，可以作為

復元的基礎。因此，與此同時，也應對家庭與社區賦權，特別是對於本身可能就是

造成個案施用毒品的原生家庭，社會也應該幫助其父母可以負起責任，且有能力採

取行動為子女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Jacobson & Farah, 2012)；對於社區，除了要積極的

建構整合型的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網絡，更有責任來提供更多的資源解決對施

用毒品者與其家屬歧視的問題，並促進社會包容與復元。有些文獻也指出社會對於

施用毒品者的負面與消極影響不只是在個人層次上，連其整個家庭也會受到污名化

的負面影響，進而造成個案復元過程中的阻力與障礙 (Jacobson & Farah, 2012; Leamy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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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SAMHSA在指導原則 7與 10分別指出復元是立基於文化且受其影響

的，以及尊重是復元的基礎。施用毒品者個人經歷對其復元很重要，且這些經歷會

受個人生活環境 (包括其文化 )的影響，所以不管對於個案採取什麼樣的處遇，皆

必須考慮其個別的生命經歷與文化背景，以適用與滿足每個人的復元需求。而機

構、社區與整個生態系統更應建立起積極、正向的復元文化來保護個案的公民權與

消除對其在復元歷程中的歧視，並尊重每個個案都有潛能利用各種資源、技能和動

機來專注於自己的優勢，以朝著更和諧的方向改變生活 (Rapp et al., 1994; Saleebey, 

1996)。 

最後，在生活目標面向，SAMHSA強調個人必須過著有意義的日常生活，如工

作、就學、志願服務、家庭照顧或創造性的活動，並能擁有獨立性、收入與資源來

參與社會。「有意義的生活」即個人是否能夠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是生命存

在的意義，而理解必須以自由做基礎，如果人的生活毫無自由，又能有多少理解的

可能性。施用毒品者的生活是處於失去自由般的不受控制和衝動的行為狀態，以及

由於這種狀態引起的各種複雜身心靈社的困難，甚至可能失去個人生命存在的意義

(Mohammad Nia & Mashhadi, 2018; Nicholson et al., 1994)。如同對於機構內的過來人

來說，通過幫助他人與回饋社區，不但讓自己有別於過往，能在機構、社區中成為

有價值的社會角色，且有了歸屬感、成就、支持性的關係與尊重。Maslow(1987)就

強調尊重需求 (esteem needs)被滿足後，個人才能對自己充滿信心，體驗到自己活著

時候的價值，而對社會充滿熱情與責任。所以如果要以人本為中心來發展復元的途

徑，不只是要幫助個案在生活與經濟上能夠自立，更勢必要以全人的觀點來幫助個

案從各種限制與障礙中解放出來 (Ashford et al., 2019; McDaniel et al., 2020)。此觀點，

呼應了指導原則 4-復元是整體的，強調雖然復元可以通過許多途徑發生，可以就某

個或某些面向來幫助個案啟程在個人復元的路途上，但人是個整體包含身心靈社，

且一生包含各個層面的問題，需要以「整體 (holistic)」的觀點來處理，才能為長久

的復元歷程扎根，包括身體、心理的健康、居住、教育、信仰，以及健全的社區網

絡來整合和協調一系列可適用的服務和支持等。也唯有努力幫助每個人到達自我實

現 (self-actualization)的層次，將其的潛能發揮到最大的程度，為人的生命意義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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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才得以實踐，而Maslow(1971)提出為滿足自我實現的途徑亦是因人而異的與多元

的，每個人都可以努力使自己越來越成為所期望的人，此乃支持本研究的主張要建

置以個案為中心、更整合性的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網絡，來管理個案與促進、

維持其在復元的歷程上。

想要推動復元與社會復歸的非機構處遇政策，必須針對提供毒品施用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的機構釐清其服務理念與內涵，並盤點其服務現況，以瞭解目前台

灣是否有足夠的量能來落實政策與達成政策目標，但台灣仍缺乏足夠的文獻與實徵

資料來探究。因此，本研究基於身心靈社四個面向的全人發展與國內研究缺口，以

SAMHSA所提出以復元為目的之定義與指導原則 (SAMHSA, 2011)，來建構以全人

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說明毒品施用者復元 /社會復歸的定義與實質內涵，

並依據 SAMHSA(2011)的四大支持毒品施用者復元面向 -健康、居住、社區與生活

目標來分析台灣 18家提供施用毒品者社會復歸服務之機構的工作現況，以及反思社

區機構執行方案的現況。希望藉由本文對於復元 /社會復歸概念的實質內涵提出倡

議，能凝聚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該概念的實質內涵產生共識，最後，並提出相關意

見以供後續學術研究、政府單位與民間資源完備施用毒品者的多元化復元與社區復

歸服務網絡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台灣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機構的工作內涵與協助

服務對象復元 /社會復歸的計畫，研究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

核通過 (案件編號：202110ES003)。本研究採取文本分析，因為透過文本可以關注

社會現象如何受到社會結構或制度所影響 (Garfinkel, 2002)，符合本研究聚焦於施用

毒品者的復元 /社會復歸是需要受到社會結構、環境影響與互動而形成的社會現象

(Cruwys et al., 2020; Debaere et al., 2017)。本研究採用文本來源為「衛生福利部藥癮

者社區復健方案布建及服務品質提升計畫」補助之 18家民間機構，協助民間團體提

供毒品施用者社區復歸與復元服務方案。18補助機構包含了中途之家、自立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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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其他非居住型社區復健服務方案三種服務類型 (5家非居住型機構與 13家

居住型機構；分布北部 10家、中部 3家、南部 5家；13家信仰型機構；參閱表 1)，

不同方案的區分與定義如下：

1. 中途之家：針對離開醫院、矯正機關或無家可歸之個案，提供團體生活之過渡性

支持環境及安置處所，於一定期間內(如小於12個月)透過結構性生活作息安排、系

表 1　樣本機構基本資料表

機構代碼 方案類型 在台灣的分布地區 是否為信仰型機構

A 中途之家

自立宿舍

南部 基督宗教

B 中途之家

自立宿舍

南部 否

C 中途之家

自立宿舍

北部 基督宗教

D 中途之家

自立宿舍

北部 基督宗教

E 中途之家

自立宿舍

北部 基督宗教

F 中途之家 北部 基督宗教

G 中途之家 北部 基督宗教

H 中途之家 北部 基督宗教

I 中途之家 中部 基督宗教

J 中途之家 中部 基督宗教

K 中途之家 中部 否

L 中途之家 南部 基督宗教

M 中途之家 北部 基督宗教

N 非安置型 北部 否

O 非安置型 北部 否

P 非安置型 北部 佛教

Q 非安置型 南部 基督宗教

R 非安置型 南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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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復元處遇方案設計，及住民間之相關支持等，協助個案習得一技之長，為重

新融入一般社會及獨立生活做準備。

2. 自立生活方案：針對有獨立生活能力，惟待業或社會支持系統薄弱、工作未穩定

或社會資源不足等之個案，為降低其復發風險，藉由協助租屋或提供自立宿舍，

安定其基本生活，並輔導及強化個案自我生活作息安排，培養健康生活型態，提

升壓力調適與因應能力，確保得自立生活，順利復歸社會。

3. 其他非居住型社區復健服務：整合或連結網絡資源，依個案需求，提供各項協

助，以增進其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加強人際支持，促使個案維持復元的生活

並減少復發。

衛福部期待藉由補助民間團體發展施用毒品者的社區復健服務方案，並未限定

特定的服務方式、理念內涵或服務架構。本研究團隊因承接衛生福利部「109年度藥

癮者社區復健服務計畫之計畫管理」計劃，與專家學者實際走訪前述 18家民間機構，

並與其主管、員工與居民訪談交流互動，了解各機構提供施用毒品者的服務情形。

基於服務計畫書、成果報告書應該是各民間機構對於服務內涵、服務價值的明確陳

述，故本文以各機構補助申請計劃書及結案報告書為依據，輔以機構訪談確認其服

務理念與方案，分析各機構對於提供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試圖釐清藥癮服務

工作實務界對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的概念架構。

本研究以允許使用理論架構且易於理解的主題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Clarke 

& Braun, 2017)與 NVIVO 12質性分析軟體來整理、分析樣本資料。編碼與分析程序

如下：首先，由第一作者與第二作者通過獨立閱讀所有樣本資料並就潛在主題產生

初步想法來熟悉文本，然後，由通訊 (責任 )作者指導以依 SAMHSA(2011)所提倡

的復元定義、指導原則與四個支持毒品施用者復元的主要生活面向—健康、居住、

社區與生活目標為分析架構，先針對 6間機構樣本進行編碼與找出相對應的服務資

源，以對編碼過程達成共識。其餘樣本由其中一名作者編碼，然後由另一位進行交

叉檢查。在下一步中，所有作者進行四次討論，以確定樣本資料中的相應四個面向

的服務資源與主題，生成的主題、服務資源與原始樣本資料進行相互核對，並反覆

細緻化，直到達成共識。之後，再一起討論主題結構與相對應四個面向的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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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然後確定的主題與相對應四個面向也與文獻進行了比較，並再次透過

SAMHSA對復元的定義與指引來檢視。這項研究的結果是針對台灣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機構，將質性研究轉移到不同的環境可能很困難，可能需要更廣泛的

背景，因此，讀者的判斷和未來研究者的發現將最終決定本研究結果的可轉移性。

最終確定相對應四個面向的服務資源在下一章呈現。

三、研究結果

(一) 社區復健服務機構執行方案資源盤點

本研究依據 SAMHSA(2011)四個支持毒品施用者復元面向 -健康、居住、社區

與生活目標為架構，分析 18家施用毒品者社區復健服務機構的服務計畫書與結案報

告書，表二是彙整、盤點各機構的服務內容，整體而言，SAMHSA對於復元的工作

定義與各項指導原則，是可以在 18家研究樣本中找到相對應的服務資源。以下以四

個主要面向來說明各項服務資源。

在健康的面向，SAMHSA強調要幫助個案克服或管理生理疾病或症狀，以支持

在身體上與情緒上能健康的生活。15家機構 (83%)顯示為支持個案能有健康的生活

條件來專心實踐復元 /社會復歸，會提供維持基本食衣住行生活需求的相關服務，如

提供其生活空間、各項生活必需品與伙食，甚至提供個案與其家庭經濟上的資助以

協助穩定經濟狀況。接著，為處理與修復個案的創傷，以及提升個案心理功能與穩

定情緒，來幫助個案在面對復元路途上的各種挑戰，所有的機構 (n = 18, 100%)都會

提供個案心理相關的治療與會談，包含個別諮商輔導、團體諮商，以協助他們產生

復元動機，以及處理生活適應、情緒穩定等社會心理問題。最後在生理疾病管理上，

有 3家機構 (17%)會提供藥物協同治療，特別是指協助個案使用美沙冬、丁基原啡

因等治療藥癮相關的維持療法或輔助療法。相較於心理治療，機構提供藥癮相關治

療比率較低的可能原因是本研究的樣本是社區復健服務計畫之輔助機構，並非醫療

單位，是以幫助個案社區復健為主要服務目的，如果個案有任何生理狀況需要醫療

相關服務，機構都能轉介連結其他醫療機構提供相關服務。再者，機構在個案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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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8 家台灣施用毒品者復元 / 社會復歸服務機構的服務資源盤點

健康(Health)
維持基本食衣住行的需求，n = 15 (83%)
藥物協同治療，n = 3 (17%)
心理相關的治療與會談，n = 18 (100%)

居住(Home)
中途之家，n = 13 (72%)
自立宿舍，n = 5 (28%)
非安置型，n = 5 (28%)

社區(Community)
機構內

自我生活管理、生活型態學習與重建，n = 13 (72%)
社會角色職能訓練、事工訓練，n = 13 (72%)
培育有管理職責的過來人與同工，n = 6 (33%)
提供內部員工專業訓練與督導機制，n = 18 (100%)

機構外

家庭關係修復重建，n = 18 (100%)
資源網絡建置及轉介，n = 18 (100%)
社區參與，n = 12 (67%)

生活目標(Purpose)
就業服務，n = 18 (100%)
預防復發、提升戒毒及復元的概念，n = 12 (67%)
生命教育，n = 13 (72%)

復元是整體的

個案管理，n = 18 (100%)
個人化社會心理行為模式評估，n =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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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案評估時，已經排除有合併藥癮相關維持療法、輔助療法需要的個案，所以未

結合相關機構提供藥癮相關藥物協同治療，特別是本研究中有 67%是基督宗教為背

景的機構，福音戒毒強調毒品施用者是生活在充滿靈性不確定性的環境之中，以藥

物為暫時逃避或抒解問題的手段，強調「不靠藥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的戒毒

定則 (劉民和、莫少珍，2016, p. 30)，這樣的意義可能顯示出雖然近年多數福音戒毒

機構因為收治越來越多患有精神相關共病的個案，已逐漸調整成針對有精神疾病之

個案可以接受協同相關精神藥物的治療，甚至建構與精神醫療機構合作的模式，然

而，福音戒毒主要強調信仰、福音治療本身的功效與力量大於藥癮相關的維持療法

或輔助療法，因此較會將藥癮相關的藥物協同治療排除，但在 SAMHSA全人復元的

觀點下，可能會有些缺失，特別是藥物成癮是慢性、容易復發的大腦疾患 (Leshner, 

1997)，也共病其他生理與心理的疾患或症狀 (NIDA, 2008)需要先被治療與處理。

在居住的面向，SAMHSA指出施用毒品者需要一個安全、穩定的棲身之處，有

13家能提供中途之家 (72%)，其中 5家能額外提供自立宿舍 (28%)，其餘 5家雖然

是非安置型機構 (28%)，但也能提供生活上的經濟資源或協助申請相關的經濟補助，

顯示社區機構希望藉由幫助施用毒品者在安定、安全的生活中，透過適當的管理機

制維持個案健康生型態與作息，確保順利自立生活，協助賦歸社會。  

幫助施用毒品者復健於社區是社會復歸機構的核心服務目標，所以機構的資源

佈建也特別集中在相關「社區」面向中。以 SAMHSA的觀點，「社區」是能提供施

用毒品者支持、友誼、愛與希望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而研究樣本中有 13家居住

型的機構 (72%)，在機構內，除了運用結構性的生活作息與社會角色職能訓練，來重

建能夠自我管理的生活型態與有社會功能的人際關係，為社會生活做準備外，更因

機構的生活環境，使有相同藥癮經歷的同儕可以互助相扶，彼此建立良善的友誼，

以達互相扶持、激勵、關愛之團體生活，其中又有 6家機構 (33%)會栽培有志獻身

戒毒輔導工作之同儕個案，成為社會中的施用毒品者的希望與橋樑，以有管理職責

的過來人之身份，協助其他個案走向新生。在機構外，所有 18家機構 (100%)皆會

針對施用毒品者的需求，如安置、經濟、醫療、司法、就業、人身安全等，提供福

利訊息或其他機構辦理的活動訊息，必要時協助進行轉介相關資源，但轉介的服務

著重在醫療、司法與就業三大部分，這可能顯示出醫療、司法與就業服務需要更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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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人員來提供協助。所有的機構 (100%)也透過提供家庭支持團體、溝通、教育與

輔導等各項服務，讓家屬了解基本成癮概念與讓施用毒品者清楚理解家屬之心情與

壓力，提升施用毒品者與家屬互動品質。更有一家非居住型機構以重建與維繫施用

毒品者家庭關係為服務核心，從藥癮收容人還在監內就進行家庭相關議題之種種討

論，讓施用毒品者在監內時便可透過社工引導逐漸找到自己於家庭中的角色定位，

提升對家庭照顧之責任，且針對即將出監前三個月的個案，則密集入監與其討論返

家規劃，並同步傾聽家屬的想法與意見，協助雙方對於施用毒品者返家規劃能達成

共識，並於出監後持續服務、追蹤至少六個月，適時給予資源協助，以有效提升施

用毒品者社會復歸。這樣的結果顯示出機構如果有清楚的服務理念、社會復歸策略

與個案標的，並能為個案建立合適的社會資源連結，即使機構只提供特定的專業服

務，而無法提供全方位一條龍的社會復歸服務，也能幫助個案在復元的路途上穩定

前進。有 12間機構 (67%)為協助施用毒品者與一般社區建立友善合作關係與減少社

會大眾對施用毒品者之污名化，定期舉辦施用毒品者復歸社會成功案例發表會、社

區或校園反毒宣導、公益服務與社區參與等。在回應 SAMHSA的指導原則 7強調尊

重是復元的基礎上，所有研究樣本 (100%)皆能提供內部員工專業訓練與督導機制，

這結果顯示機構的服務能包含人員的專業維護，不但能提升人員尊重施用毒品者的

專業知能，也能穩固組織服務個案復歸社會之社區處遇量能。

在生活目標的面向，SAMHSA重視協助個案能擁從事有意義的日常活動，如工

作、就學、志願服務、家庭照顧或創造性的活動等，為了幫助施用毒品者能擁有獨

立性、收入與資源來維持自我與家庭的生活與服務社會，所有的機構 (100%)都能提

供施用毒品者就業相關服務，其中包括就業前訓練、提供社會企業場域或轉介友善

協力廠商、就業輔導站等，除此之外，機構也能提供施用毒品者教育與正確知識、

訊息、價值觀來增加正向的自我價值與戒毒的信心，其中包含 12家機構提供預防復

發、戒毒及復元的相關課程 (67%)、13家機構提供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73%)，而這

13間皆是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機構，所以提供的生命教育課程都與信仰教育、宗教靈

性有關，這也再次呼應福音戒毒強調個人靈性的復元，讓施用毒品者有足夠的自我

控制，來面對藥物的誘惑，因此研究樣本中大部分的福音戒毒機構都會先提供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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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服務來穩定他們的生活，再藉以信仰教育來協助他們從信仰中找尋自我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來強化其內在控制的力量，並努力實踐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復歸社會。

最後且最重要的是本研究強調每個機構都可以本身的服務優勢來提供個案服

務，但以 SAMHSA復元指導原則中的整體觀點，人是由身心靈社所構成，因此，機

構不能期待只提供特定的治療服務就能幫助個案復元，而是需將個案視為一完整的

個體來給予協助，而本研究的 18家機構 (100%)皆有提供個案管理的相關服務，包

括評估個案的個別化需求與生心理狀態、資源媒合與轉介、醫療戒治、復歸追蹤等，

顯示這 18家機構皆重視個案復元的整體性以因應個案復歸需求之變動性。

(二) 對台灣社區復健服務機構執行方案的反思

本研究以 SAMHSA針對施用毒品者的復元提出定義與指導原則來解析反思 18

家台灣的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機構的服務現況，通過主題分析過程形成了

三個主要主題：1.大部分的機構對於復元的定義、機構本身在個案復元過程中的角

色定位與服務策略不清楚；2.工作目標和社會復歸策略與個案的復元 /社會復歸連

結不明確；3.對於個案問題與需求的評估，以及相關處遇或服務方案的評量不明確。

以下描述了每個主題，以及使用匿名的引述。

1. 機構對於復元的定義、機構本身在個案復元過程中的角色定位與服務策略的邏
輯結構不清或描述不夠詳盡

SAMHSA除了針對施用毒品者的復元提出定義與指導原則外，也針對建置復元

之家 (recovery housing)提出十個明確的原則以供參考或依循，其中第一條原則即強

調對於復元之家的運作有清楚的定義 (SAMHSA, 2018)，每位毒品施用者的身心靈社

的問題、復元與復歸社會的狀態與需求都不同，所以為了提供個案最合適的復元服

務，機構應該要能清楚知道與說明本身在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網絡中的定位與

服務內涵，然而，本研究在以樣本文本分析施用毒品者社區復健服務機構所提供的

服務內容時，發現大部分的機構對於復元的定義、機構本身在個案復元過程中的角

色定位與服務策略的邏輯結構不清或是描述不夠詳盡，特別是提供居住型的服務機

構，普遍以「戒癮治療」的概念來含括服務的理念或價值觀，對於成癮的問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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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未來發展狀態等，而缺乏一個完整與清楚的理念、邏輯或策略脈絡，因此專

業發展與服務專業無法聚焦，且在專業人員或社福團體所組成的團隊中，常成為服

務資源的提供或福利服務例如：

透過專業醫療團隊，提供⋯⋯藥癮者生心理健康評估，並協助規劃⋯⋯藥癮者

個別的治療與輔導方向，提供社會生活規範重建、家庭關係修復、職業訓練及就業

輔導等服務 (K-計劃書 )

而具有宗教背景的團體，更常單純以特定過來人自身復元經驗來複製服務模式，

甚至形成為生活管理，不但較少回應重視方法多元化與個案個別化的政策或施用毒

品者社會復歸的處遇內涵，也影響了機構服務的發展性與可複製性，例如：

過去以來，我們一直以志工的身分，本著「一個都不放棄」的理念，堅持「如

果能救一個靈魂，不只他整個家庭蒙受其利，也能讓更多其他無辜的家庭免於受害」

的精神，一步一腳印的穿梭在各大監所及校園⋯⋯深深體悟藥癮患者在人格特質上

的缺陷，尤其對自己高度的缺乏自信，遂從各方邀集戒毒成功人士，跟我們一起進

監分享他們自身的奮鬥歷程。(D-計劃書 )

也有一些機構較能清楚的說明機構本身在個案復元過程中的角色定位與相關的

服務策略來因應對毒品施用者社會復歸的內涵，例如機構 (N-計畫書 )能清楚的指出

毒品施用者不良的家人關係是使其難以復歸社會的主要原因，而該機構也針對該原

因提供相關服務策略：

以「罪不及妻孥」之理念服務收容人家庭⋯⋯許多家人陳述到受刑事件時，表

達已經記不得收容人入監次數，也對於收容人一再犯錯的行為感到失望、無奈、傷

心⋯⋯等負面情緒。此狀況使得收容人與家人間的互動關係漸行漸遠，最後甚至難

以修復。然而，家庭是收容人在服刑完畢後修復社會關係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本

[機構 ]多年服務經驗發現，藥癮收容人在入監期間與其家屬聯繫越頻繁、關係越緊

密，其出監後之家庭與社會適應較為順利，反之，再犯比例則較高。本會多年來將

服務重點放在家庭關係維繫與重建，期待透過一系列輔導與活動，能建立起藥癮收

容人與其家人溝通橋樑，協助收容人順利返家，降低再犯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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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目標和社會復歸策略與個案的復元/社會復歸連結不明確

SAMHSA(2018)強調除了需要評估個案的潛在需求以及機構是否可以滿足其需

求，更重要的是復元需要多面向的支持。在復歸的過程中，機構需要能同時處理可

能影響個案復元 /社會復歸的議題，如未處理的失落或創傷、家庭失能、情緒不穩定、

缺乏生活技能等，但由於許多機構對施用毒品者的社會復歸普遍缺乏完整的理念、

邏輯或策略脈絡，因此服務的工作目標也顯得與個案的社會復歸連結不明確，服務

的工作目標應該是以朝社會復歸邁進為目的來協助個案處理核心的問題脈絡與提升

問題的處理能力，以利後續服務方案的銜接，然而，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常成為個案

的問題解決者，或只處理表面的問題，而無法回應個案的問題脈絡，例如經濟的問

題，大部分的機構，除了債務協商解決既有的問題，以及協助個案就業外，為了幫

個案存錢以利社會復歸，通常也會協助金錢管理或保管金錢，例如機構 (A-計畫書 )

提供「金錢運用管理」的課程以「輔導個案金錢運規劃，能朝未來復歸社會之準備」，

讓個案在回歸社會時有更充分的資金，但個案對於金錢的運用，通常與個案的價值

觀、生活目標或生活重心、生涯發展、延宕滿足等內在議題 /狀態相關，也與個案的

資源，如就業能力、職涯發展等相關，亦即金錢管理應為社會復歸的階段性工作目

標，也需要與其他的面向的工作相配合，但卻常常成為唯一目標，最後單一機構變

成是個案社會復歸的核心或維持者，而使得個案的社會復歸連結網絡合作不夠多元

與不足，機構外的連結也多集中在司法 (主要是與監獄間的連結 )、醫療、職業訓練

上，例如：

強化社區復健服務系統，與⋯⋯醫院及法務部矯正署⋯⋯監獄合作，建立藥癮

醫療服務體系及司法處遇系統連結轉銜機制，使藥癮個案具健全連續性藥癮服務網

絡。(G-計畫書 )

有少許機構能清楚說明自己的服務脈絡與流程，且能提出明確相對應的服務，

例如：

本 [機構 ]協助藥癮者家庭會有幾個階段：1.協助家庭經濟狀況穩定：讓藥癮者

瞭解本會服務對其家庭的實際協助，進而信任本 [機構 ]、2.藥癮者與其屬關係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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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讓家屬了解基本成癮概念及讓成癮者清楚理解家屬之心情與壓力，提升成癮者

與家屬互動品質、3.藥癮收容人出監前的準備與討論：協助藥癮收容人與家屬進行

雙向溝通，讓彼此對於返家後之規劃及期待能達成共識，讓藥癮者能順利復歸 家庭

與社會、4.藥癮更生人社會復歸之陪伴與協助：從藥癮收容人在監服刑階段即開始

建立關係，提供情緒支持與資源連結，一路陪伴至藥癮收容人出監之社會復歸，提

供完整與連續性的服務。(N-計畫書 )

3. 機構對於個案問題與需求的評估，以及相關處遇或服務方案的評量不明確

個案的評估與處遇方案的擬定、執行、評量，是處遇或服務提供的重要基礎與

嚴正以待的議題，每一個實務工作都應以證據為基礎 (evidence-based) (SAMHSA, 

2018)，不但要被謹慎且有意識的結合進去居住方案中，也受到服務機構的核心理念

或價值觀所影響，雖然機構的服務方案普遍都會將開案評估，以及個別化的處遇計

畫擬定納入服務流程中，並以個案管理為核心的概念，來執行處遇計畫與相關的成

效評估，以及後續的追蹤輔導，但因為機構普遍有前述服務理念、社會復歸策略模

糊的問題，因此對於個案問題與需求的評估，以及相關處遇或服務方案的擬定、評

量也就顯得空泛不明確，在專業人員或社福團體所組成的團隊中，例如機構 (O-計

劃書 )的需求評估單中僅以「毒品使用評估、家庭關係、經濟 /就業 /學歷 /專長、

社會支持系統、生理疾病、主要需求項目」層面與相關概括的試題來評估個案的狀

況，並提出相關服務例如「醫療戒治、心理衛生、家庭關係修復、就業媒合、居住 /

安置、福利服務」處理表層的外顯行為，而較忽略 SAMHSA以個案為主體，對於個

案的問題脈絡、社會復歸歷程中的相關議題，或社會復歸歷程的描述或討論、規劃，

並強調內在復元動機的指引內涵。而部份機構更只有評估個案接受機構服務意願與

相關心理社會問題的開案評估，而忽略復元過程中每個階段的復元評估。

有少許機構除了能針對自己的服務目標，清楚說明成效評估與指標，例如機構

(N)的計畫書中，即針對「使藥癮收容人能在工作坊中清楚進行自身生命經驗的整

合」的目的，提出「藥癮收容人能清楚釐清過往吸食毒品、復發的背後原因與需求」、

「參與家屬確實透過工作坊了解到成癮收容人使用毒品背後的原因與需求」兩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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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標，並以「80%參與者自覺與問卷回饋」為評估指標，這樣讓機構提供的服務

的目標與定位被更清楚的界定，也使服務方案與個案能被有嚴謹的評估，才能依據

改善個案或服務本身，以有效促進個案的復元。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依據 SAMHSA對於復元的定義與指導原則以及各補助機構之計畫書來分

析機構各項工作項目之執行情形，雖然有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的限制，但在本文綜

合整理以上結果與討論後有一些很重要的研究貢獻與建議需要再次說明。

第一，台灣制訂相關反毒政策的機關與提供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的

機構，需要釐清以復元為核心的社區復健服務的工作定義與內涵。從我國相關毒品

防制的刑事政策轉變來看，從原本的矯正懲戒到醫療戒治，再到社會復歸的穩定生

活。但當聚焦在政策或實務工作的社會復歸目標時，卻是以提供個案福利服務與協

助就業為主，基本上所考量的只是個案離開機構回到社會後，其食衣住行與生理的

需求。不是說這個工作目標不行，而是以全人復元的觀點來看，這不能夠回應復元

身心靈社全人健康與個人生而為人的生命價值。因此，需要將毒品施用者復元 /社會

復歸的工作目標提升至「如何成為人」的社會與文化價值層次，意即復元 /社會復歸

的目標應是從暖衣飽食轉化成安居樂業與安身立命，幫助個案找到自我存在與對社

會的價值。本研究以 SAMHSA所提出針對毒品施用者復元的工作定義，包括對復元

工作的四大面向與十個指導原則，來建構出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 (圖

1)，就是針對目前學界與實務界對於復元 /社會復歸等相關概念之實質內涵未有共識

或不明的現況，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思考脈絡與工作原則。

第二．提供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的機構需要確認自己在個案整個社區復歸服務

網絡中的定位。如同指導原則 3-復元可以透過許多的途徑發生，意思是每個施用毒

品者可以從不同的途徑開始啟動自己的治療模式，這正是李思賢等 (2014)推展評估、

分流與多元處遇的精神，所以機構應該幫個案找到一個面向切入啟動治療，有的機

構可以從服務施用毒品者的家庭開始，或先處理其內在創傷，或可能從重建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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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態的路徑開始，再逐步激發其欲復元與改變的動機，也因此本研究主張單一

機構可以小而精緻，能夠在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的供應鏈及個案改變階段歷程，依

據清晰的服務核心與長處強化其定位，在施用毒品者社區復歸服務發揮更多元的效

益、並提供服務需求者更自主的選擇與有明確的個案篩選、評估與管理機制，在進

入服務或方案前，有初步的晤談或評估方法，評估機構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個案的

需求，以及是否有能力服務該個案；在個案進入服務後，在服務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性的服務評估機制，若機構無法提供個案相對應的服務時，能夠轉介個案合適的資

源；在方案結束後，也能有後續追蹤之評估機制 /面向及資料分析方式。

第三，雖然 18家台灣提供施用毒品者社會復歸服務的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資源都

能相對應 SAMHSA對於復元的工作定義與各項指導原則，然而，施用毒品者的復元

是個過程與整體的，不只是開始切入的面向，還需要繼續往下一個階段邁進與復元，

也唯有走完社會復歸的過程，才能說復元是整體的，也因此本研究強調以個別機構

來說，除了要釐清機構本身在於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 (圖 1)中的定

位外，更需要連結其他相關資源，以協助個案完成復元 /社會復歸的流程。

因此，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議，第一，權責成癮治療的衛生福利部與提供相關施

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服務的機構，能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復歸架構為思考

社區復健服務方案的核心，不僅是可確立相關保護扶助與轉介服務等工作的目標，

並協助機構重新釐清其服務的核心理念、價值觀與社會復歸策略。第二，政府在規

劃藥癮者社區復健方案相關補助計畫時，應協助機構建立對復元 /社會復歸的邏輯概

念、有明確的角色界定、有清楚的網絡配置和資源串聯，以及有在服務過程中的不

同階段性的服務評估機制，並納入評估機構成果的品質指標。第三，在我國毒品防

制政策基於「降低需求」的前提下，需要建置一個可以聯繫整合各個機構的平台，

如先前提及的以復元為導向的照護系統，建構以個案為主體的社區服務與支持協調

網路，幫助各個機構的轉介、聯繫，並為個案量身訂做方案搭配。每個機構都可以

有各自不同的角色定位與合適的個案類型，所以這個平台除了協助各機構的定位外，

並要將這些社區機構與醫療、司法系統整合起來，幫助個案在走不同的路徑時，指

引方向，個案才能透過不同的途徑與方式，來走自己復元 /社會復歸的道路。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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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道路，我們不應該要求復元 /社會復歸的道路都只有一條，而且這樣的觀

點，也能夠呼應學者李思賢等 (2019)積極推動之分級、分流與多元處遇，多元處遇

的政策實行不是佈建多元的機構，卻將施用毒品者責附單一機構，並要求該機構幫

助個案完成所有的復元面向與社會復歸的歷程。走向多元的復元處遇應似愛滋病的

雞尾酒療法，從國家資源佈建的策略觀點，國家應該有能力提供不同的復元方案，

且各類型的服務資源仍是整體藥癮防治工作所需，這個個案需求的是A、B、C方案，

而另個個案需要的是 B、C、D方案，唯有在個案管理與評估上能夠從個人的需求與

狀況來協助量身訂做其復元 /社會復歸的歷程，才有可能使得多元處遇與多面向的途

徑可以同時發生。第四，國家應建立機構服務的最低標準，對於各項指標落實程度

良好的機構，或具有發展潛力的機構，給予更多的輔導與扶植，鼓勵、扶助其擴展

服務資源，以加速社區資源網絡之佈建。

在未來的研究建議上，第一，研究團隊承認 SAMHSA的復元 /社會復歸定義與

指導原則在適用於台灣毒品施用者復元 /社會復歸的環境時，存在文化差異，如在

美國科學實證主義與現今復元科學 (recovery science)的脈絡下，在施用毒品者的復

元實務上，不管在做什麼樣的處遇 (美沙冬維持治療、治療性社區、行為治療等 )，

包含教育與評估已是必須的且自然的一件事 (Brown & Ashford, 2019; McDaniel et al., 

2020)，很少有機構特別強調自己處遇方案包含教育與評估，但在台灣的脈絡下，開

案個案的評估、提供個別化的衛生教育、治療與執行後成果的評估，在機構服務的

實務上是欠缺的 (李宗憲等，2021)，且在毒品施用者多元復元的觀點下，本研究並

未主張學界與實務界一定要接受本研究與 SAMHSA(2011)所採取的「全人復元」立

場，而本研究以 SAMHSA(2011)的架構為基礎，建構「以全人為導向的復元 /社會

復歸架構」的目的，即是在倡議對於復元 /社會復歸的過程與實質工作內涵，也需要

更多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一同來研究與討論如何去定義這些不同的相關詞彙？需要

坐落在什麼樣的脈絡上去理解，才能讓台灣這些社區機構知道自己在什麼的位置上

做什麼樣子的服務、想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也才能針對這個目標有更好的評估，並

期待能夠達成一些共識；而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重點與價值。

第二，台灣相關藥癮的醫療、心理、社工、政治、醫療保險系統等背景的發展

差異很大，這些差異都會影響到台灣社會應該如何來幫助、服務這些毒品施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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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在未來能夠有更多研究者與研究團隊能夠借鏡他國對於毒品施用者復元 /社會復

歸的立場與觀點，針對這些背景問題與多元觀點的差異，進行全盤的考量與比較，

接續做相關研究。

第三，現今在復元科學中非常重視的施用毒品者的認同轉化 (identity 

transformation)，其理論強調透過在以復元為核心的社區文化脈絡下與他人互動，來

轉化或重塑施用毒品者的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是促進復元的主要機制之一 (Best et 

al., 2017; McDaniel et al., 2020)，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在不同的文化下，對於個人或

社會的認同本來就存在著不同的詮釋，在個人主義的文化脈絡來說，認為個人是理

性的動物有自由意志，治療必須一定要是個案自我驅動的，如果個案選擇不接受治

療，可能就要自己去為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但在關係主義的脈絡下，個案會去接

受治療可能都是因為到外在環境壓力所迫使，如司法強制治療或家人強迫等。然而，

文化思維、單一個案復元 /社會復歸的改變歷程與治療方案實際執行的落差並不是本

研究要強調的重點，我們未來會從理論建構或是實徵研究的角度，來探究文化差異

或機構殖民化對於個別施用毒品者復元 /社會復歸之影響。

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然以多位專家、學者與機構負責人針對於復元 /社會復歸在執行上的

定義、工作流程、想達成的目標與評估的方法等進行訪談、交流做三角查證，以檢

核資料的一致性與可信性 (Erlandson et al., 1993; Marshall & Rossman, 2016)，但本研

究的結果無法完全回應各機構實際的服務內涵與服務品質，主要的原因是本研究針

對各機構實際的運作狀態、工作內涵分析與資源盤點僅依據樣本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計畫書與結案報告書等文本內容判斷，本身已是一種主觀編碼的狀態，特別是各機

構撰寫服務計畫書與結案報告書主要是為了申請藥癮者社區復健服務計畫之補助，

所以可能會針對衛福部特定的指標性服務，而撰寫特定的內容與評估標準，亦或是

一般機構不會論述或不知道要論述其工作內涵，因此，不一定代表機構對藥癮者所

提供的全部服務內涵，可能造成文本分析解讀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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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研究方法上有這些限制，在此需說明以服務計畫書與結案報告書為分析

文本也是有其重要的優點，因為當機構為了要申請政府單位的相關補助時，必需要

撰寫服務計畫書與結案報告書，所以不管是主動或被動都需要去認真思考、討論、

整理該機構目前的服務模式、如何執行、落實與評估他們的理念與目標；過往可能

基於對社會問題與需求的反應，抱持的理想與愛心去執行，工作運行的樣態可能未

經過縝密討論、沉澱與整理，所以反而是為了要撰寫服務計畫書與結案報告書，機

構才需要去認真思考如何比較完整呈現其目標與服務的理念。當然，本研究亦建議

未來可以增加參與觀察法，來探究機構實際的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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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ole Person-Oriented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 Framework for Individuals 

Who Use Psychoactive Drug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s
Chen-Fu Pai, Tsung-Hsien Li, Szu-Ying Wu,  

Yun-Ju Huang, Tony Szu-Hsien Lee

Purpose: In 2011, 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proposed a definition, dimension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recovery. We 
applied their concepts to construct the whole person-oriented recovery and social recovery 
framework, and used this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contents of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s 
in Taiwan. Methods: We used thematic analysis to analyze annual reports from 18 service 
providers participating in a recovery project funded by the Taiw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 2020. Results: Overall, the services and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18 providers 
fell under SAMHSA’s working definition of recovery. However, there exists a lack of clear 
insight into the definition of recovery, roles of providers, and service strategies among 
the majority of the 18 providers. A blurred understanding may create dissonance between 
targeted services and goals for social recovery, and add to the difficulty in assessing the 
outcomes of a service program. Conclusions: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commendations for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ddiction, drugs, recovery, social recovery,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s, recovery 
and rehabilitation framework, whole-person recovery


